
030

2024.03  总第371期

引言
从二战时期的舆论引导到当今社会人们在政

治、商业、健康、环境等方面的观念和行为意向，
信息对于人类行为的干预一直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随着探索复杂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受到越来越多
社会科学学者的关注，实验法也因此在大量社会
科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1][2][3] 本文从方法视角
切入，梳理和思考“实验法”作为传播学信息设
计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如何理解其方
法的构成要素、适用范围以及具体的研究设计思
路。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跨学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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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题的角度去看,传播学研究领域正趋于开

放。经典传播学的很多理论都源于社会心理学,这

些理论显示出对于媒介效果的关注。现代传播学研

究已经不局限于探讨传播现象或传播问题,转而为

“大科学”——更为宽泛的科学界所面临的问题提

供传播策略和方案。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不同学

科都有着自己的“解法”,传播学的贡献则是用大

众传播及人际沟通的方式让公众及更多利益攸关方

参与到气候行动中。

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 其创立历史并

不长 , 通常认为起源于二战时期。当时美国政府

设立了战时宣传处,召集了包括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在内的一批心理学教授,意在

研究趋势的不断推进，智能技术不仅成为研究的
对象，还是推动研究的动力。在信息设计领域，
智能技术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一、实验法：作为探索信息效果的研究方法
1. 社会科学实验的要素和类型

与自然科学实验的目的类似，社会科学实验
也同样通过对研究对象施加影响（刺激）得到的
结果来判定其因果关系。只是其实验刺激从药剂、
化学元素等变成了社会现象中被研究者所关注到
的任一因素。

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法是一种典型的定量研究

方法。具体而言，社会科学古典实验中一般包含
重要的三组关系 ：即（1）自变量和因变量，（2）
前测与后测，（3）实验组与控制组。[4] 首先，自
变量又被称为操作变量或实验刺激（stimuli），是
实验设计的主要因素。在信息设计研究中可以是
信息内容主体本身，也可以是影响信息呈现、传
播和互动的其他因素。因变量即为研究者想要观
察到的实验效果。从类别属性可分为认知、情
感、行为等不同方面的效果，从时间属性也可被
划分为长期和短期的效果。譬如，信息接收者关
于某事物的态度和其行为意向便是大多数信息设
计研究所关注的重点。[5] 其次，经典实验中一

说服公众和引导舆论,以大众传播的方式为战争服

务,这对大众传播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3 年,施拉姆返回爱荷华大学,进入新闻学院

工作,基于战时所形成的传播观,他创办了世界上

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项目,并培养了一批大众传播

学者。 

美国传播学的一些重要学派,如耶鲁学派,主

要以量化研究为主,采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致力

于说服性传播效果的研究。然而,欧洲的传播学者

则更关注文化研究和批判研究等范式。虽然,实证

量化研究并不是传播学的唯一研究范式,但从全球

来看,传播学研究中量化研究大概占到 60%,质

性研究占 30%,还有不到 10% 是非实证类的研究。

量化研究的目的一是能够广泛地了解公众舆论、态

度和行为 ；二是传播学中的实验研究,主要探索不

同信息及媒体环境下受众的反应。目前,量化研究

在传播学中的应用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也面临

一些挑战。比如,如何不断地减少误差,如何去挖

掘变量的因果关系。另一项挑战是量化研究如何与

现实语境紧密结合,其研究设计需要在真实生活当

中存在的,否则它就会失去外部效度。当前媒体当

中的信息量巨大,社交媒体当中多主体发声,所

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看不同主体之间的关联是什

么。这也是当下大数据为传播学研究提供的新契机

和新风向。（贾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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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包含对因变量的前测与后测，其目的是帮助研
究者判定实验刺激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如通过信
息干预个体的行为意愿，则需要对被试的行为意
愿程度在实验前后两个时间点分别进行采集。但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样的测量方式容易
暴露其研究的主要目的，许多被试会基于社会
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来做出反应，混淆其
实验操作的效果（霍桑效应）。[6] 因此，学者们
也强调了设置控制组（control group）和随机分
配（randomization）在社会科学实验设计中的
重要性。控制组是相对于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而存在的特定组别，其目的是与实验组
别进行对照，排除实验自身的影响。但也有研究
者认为，社会科学实验中的控制组并不是完全不
接受刺激，为了达到形式上的平衡，也需要对被
试进行形式类似的干预（即安慰剂）。[7] 而随机
分配指的是对招募的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别和
控制组，以接受不同的实验刺激。随机指派隐含
了被试所接受到的实验干预并不受其本身的特性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和特定因素的水平
（对某事的态度、了解程度）所决定。特别是在如
信息效果评估这样的组间实验中，如要隐藏实验
目的，不设置前测，随机分配便成了不可缺少的
一环节。因为当前大多数实验的统计分析都需要
基于随机分配的前提，是否进行了随机分配极大
影响了结果的科学性和解释力。[8][9]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操作主要由三种
类型主导：其一是前述提到的经典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此类型实验包含如被试招募、实验
讲解、操纵干预、数据采集等环节，需要研究者
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研究经费成本。其二为自然实
验（natural experiment）。此类实验的被试群体
和接受的操纵往往较少受到研究者控制，主要由
社会自然发生的先决条件所形成。由于此类实验
无法完全由研究者掌控，因此多用于研究特定或
突发的社会事件、社会环境等对个体所造成的影
响。其三为在线实验（online experiment）。尤其
是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在线实验
的方法越来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关注。[10] 依托互
联网，在线实验有着节省人力及物力的天然优势，
并且由于技术的可供性，其可作为多媒体信息设
计实验的“田野”。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研究
者得以将各种数字化的实验刺激呈现给被试 ；另
一方面进行在线实验也更贴近用户信息接收和媒

体使用的日常情景。特别是对于需要大量样本的
实验设计，在线实验的方式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与实验室实验类似，在许多信息设计的相关
研究中，实验者往往也会将操纵刺激和测量工具

（问卷）整合在同一网络链接中，以便采集被试者
即时的反馈。
2. 传播信息设计与信息效果

当前的信息设计研究文献对于信息的内容、
结构形式、传播方式等各方面都做出了丰富的探
索。[11] 信息设计策略的有效性及说服效果一直以
来被认为是媒介效果研究的重要旨趣。[12] 此领域
的学者们采纳了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认为在当前
的媒介化信息时代，人们接收和传播的信息在其
个体的心理状态、认知态度、行为意向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信息设计研究的实验焦
点和信息干预方式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取向 ：

信息的内容视角 ：对于信息内容本身进行设
计的研究多为理论驱动（theory-driven）的信息
设计。比如，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理论认
为当信息中呈现出了事物的不同面向 ( 比如潜在
益处或威胁 )，信息接收者会根据对于未来结果的
研判，而采取不同的行动。[13] 因此，增益—损失
框架理论（gain-loss framing theory）被运用于
大量的信息设计研究中。具体而言，信息可以通
过提示接收者两个方面，即从事推荐行为的益处
和不从事推荐行为的缺点和威胁来达到效果。虽
然有元分析研究表明，两种框架彼此之间并不存
在效果差异，但其有效性在各种语境中却得到了
印证。[14] 类似地，恐惧诉求（fear appeal）信息
在健康传播、公共卫生、广告等领域被大量使用。
其信息通过强调事物的风险和后果来唤起受众的
恐惧情绪，从而促进具体态度和行为的产生。在
当前恐惧诉求信息设计研究中，拓展平行反应模
型（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被广
泛运用并被认为是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之一。[15][16]

有学者在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中通过对威胁（threat）
和效能（efficacy）信息的操纵，发现两者显著影
响了受众采取行动的意愿。因此，这对通过信息
干预来构建更具回应力和解决力的公共卫生系统
具有重要启示。[17] 同时，信息设计除了其本身构
成要素和框架以外，还可以设计其内容形式。比
如，有学者将叙事说服（narrative persuasion）
作为信息干预的一种重要手段。[18] 这部分研究认
为，相比传统的信息干预，叙事形式的信息更符合

人们日常的表达惯习，理解门槛低，信息的沉浸度
（transportation）更高。特别是当信息接收者对故
事中的人物产生共情，进行角色带入（identification）
之后，说服效果也更加明显。有学者通过实验发
现，以叙事故事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电子烟戒烟劝
服产生了一定效果，特别是与收益框架信息产生互
动，获得了更好的干预结果。[19] 基于谣言辟谣动
员的语境，学者发现故事性的威胁信息会使得医务
人员更加容易共情网络健康谣言的受害者，在带入
其角色认同后会产生更高的辟谣意愿。[20] 除此之
外，也有学者比较了言语导向型（verbal）信息和
数字（numeric）导向型信息的差别。一项环境传
播的实验结果发现，数字导向型的恐惧诉求信息对
促进人们进行垃圾分类的效果更好，为之后的环境
保护动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策略。[21]

信息的多模态呈现视角 ：大众媒体视阈下的
信息传播应该包括多模态（multi-modality）的媒
体信息。信息设计的策略也实现了从传统媒体时
代主要基于文字的设计到社交媒体时代基于音视
频信息设计的跃迁。比如，有学者通过实验在文
字信息中匹配相应的图片呈现给受众，发现两种
类型信息共同促进了人们的健康观念和行为。[22]

无独有偶，在网络政治话题中，学者也发现相较
于文字，视频信息确实更有效地提升了受众的相
关政治信念。[23] 在广告和营销研究中，多模态的
信息设计更是被广泛关注。有学者发现，当广告
背景音乐与其广告的匹配度越高时，消费者对于
产品信息的记忆程度、态度以及购买意愿也会更
高。因此，在当前人们无时无刻都处于信息风暴
的环境下，理解多模态信息对个体所带来的影响，
以及从多模态出发，设计有效的干预信息便显得
尤为重要。

信息的传播渠道视角 ：社交媒体的兴盛使得
信息设计学者不禁拷问传统的信息设计策略在新
的媒体语境中是否“水土不服”?相关的理论及
模型在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的视角下是否还具有其原本的解释力度?许多敏
锐的学者结合平台特性以及新媒体传播规律对信
息设计和干预策略进行了修正。比如，有学者认
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应该注重其平台
本身的双向性（dualism）。这意味着过往被动的
信息接收者在社交媒体时代或许会成为重要的传
播节点。同时，对于信息效果的评估也发生了革
新。信息传播的效果关注从对个体态度及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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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转变为具有社交特性的，如浏览、转发、评
论等用户行为。[24] 因此，有学者对比了传统恐
惧诉求信息在传统宣传手册和社交媒体（微博）
上的说服效果差异，其实验结果表明两者对于促
进个体从事健康行为并无区别。在此结论下，更
经济环保且能触达更多受众的社交媒体干预便更
具意义。[25] 类似地，有学者从社交线索（social 
cues）的角度探索了社交平台功能对信息传播效
果的影响。她们通过将点赞（like）数量作为一种
信息可信度的背书，发现受众普遍认为由专家发
出并获得高点赞的收益框架信息具有最高的说服
信任度。[26]

信息的互动视角 ：人们的信息接收和媒体使
用具有多样性。由社交媒体时代萌发的用户主动
性在智能传播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其进一
步启示和要求信息设计学者应充分考虑信息接收
者的能动性，在双向传播和互动中探索信息设计
的效果。有学者发现，通过在健康宣教信息中增
设“实时评论”功能，显著提高了个体的行为意
愿，这主要是因为评论互动行为增强了信息接
收者的主导感（sense of agency），抵消了由于
劝服性信息所带来的心理抗拒（psychological 
reactance）。[27] 同样，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流行使
得与机器人对话也成为一种信息传播的重要形式。
有学者发现，相比于回应度和互动性更低的聊天
机器人，回应内容更具体、互动感更高的机器人
引发了用户对信息更正面的态度和接受行为。[28]

更有学者将研究触角伸发到如 AR、VR 等沉浸式
技术（immersive technologies）领域，在实验中
通过 VR 虚拟现实技术传递信息。实验结果发现，
在环境保护议题中，VR 技术使得被试者能够身临
其境感受自然环境，引发了他们更高的反应效能
感（response efficacy），在做食物选择时也倾向
于选择更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食物。[29]

二、基于实验法的信息设计探索：以一项实证研
究为例
1. 研究背景与实验设计

此研究基于上述所提到的社交媒体双向性 [30]，
主要解决的信息设计问题也发生了转向，即从回答
信息传播什么（what to communication）到怎么
传播 (how to communicate) 信息。在传统的健康
信息传播中，大多数学者已经回答了传播何种说服
信息能有效提升个体的健康行为意愿。但在社交媒
体健康传播的语境中，通过哪种初始信源及二级信

源发布信息，以及采用哪种发布方式能实现最佳的
说服效果仍缺乏相关的实证证据。因此，借助社交
媒体中信源多重性的概念 [31][32]，本研究主要旨在
探究社交媒体环境中有关流感疫苗接种的恐惧诉求
信息由何种信源传播，才能在大学生群体中达到更
好的传播效果。

在本研究中，自变量的概念化为初始 / 可见
信源（visible source）、二级 / 接收信源（receiver 
source）及技术信源（technological source）。可
见信源主要指信息初始发布的来源，操作化为认证
的权威账户及非认证的草根用户。接收信源指信息
二次经手的信源，其对初始信源发布的信息进行了

（或并未进行）一定的互动，其具体操作为未被转
发、认证用户转发和草根用户转发。技术信源主要
指信息所依托的社交媒体平台特征及传播环境。在
本研究中将其操作为信息公开发布或私信发送。本
研究的因变量（即流感疫苗信息传播效果）操作为
信息接收者的流感疫苗接种意愿以及搜寻流感相
关信息的意愿。因此，本研究进行了一项 2×3×2
的被试间因子实验，其包含了 12 组不同的实验刺
激。为了贴近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我们选
择了新浪微博作为信息的传播平台，并选择在线实
验来增强其实验的外部效度。
2. 实验材料

首先，本实验对流感疫苗的恐惧诉求信息进行
了设计。根据拓展平行反应模型（EPPM），有效的
恐惧诉求信息应同时包含威胁和效能成分。[33] 因
此，本实验研究者将流感所带来的健康危害以及接
种流感疫苗的途径和效果进行了告知，配合相应的
视觉元素设计为电子海报。( 图 1) 其次，本实验对
所关注的信源操纵材料进行了设计。由于无法获取
每位被试的社交媒体权限，我们将不同信源发布的
信息以平台截图的方式进行呈现。为了贴近生活实
际和提升外部效度，在征得同意后，我们将“广东
省疾控中心”作为认证权威用户的代表。作为健康
卫生领域的专业部门，我们认为其符合本实验流感
语境中权威认证信源的定义。（图 2）非认证草根
用户则由研究者虚构而成，且不存在同名用户。除
了初始信源以外，本实验还操纵了转发信源以及发
布的形式。（图 3、图 4）为了排除可能的干扰信息，
本研究的实验材料除了其操纵的因素以外，其他因
素（如发布时间、界面风格、浏览、点赞、评论数
据等）皆保持一致。
3. 实验流程

本研究实验包含预实验及主实验两个部分。

在预实验中，研究者首先对恐惧诉求信息（即海报）
的效果进行了探测，确定了其有效性。同时，对
我们操纵的信源因素也进行了预实验，结果也相
对理想。在主实验中，我们首先通过网络发布邀请，
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了招募，最后招募到来自我国
东、南、西、中部地区共 534 名大学生被试（超
过了实验前按照中等实验效果 f=0.25 标准所得到
的预期样本数量 n=171）。其中女性占比 58%，
平均年龄 21.4 岁。之后，被试收到了实验刺激嵌
入问卷的调查链接。通过平台设置，我们确保了
每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了 12 组刺激中的任意一组

（在数据分析前对每组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进行了分
析，发现组间差异并不显著）。在实验中，研究者
首先对被试进行了实验说明和指示。而后，被试
被要求阅览实验刺激（即截图），并停留页面至少
60 秒。在接受刺激之后，被试被要求填答操纵检
验、效果测量（接种意愿、信息搜索意愿）问卷
以及人口统计特征信息。在退出实验前，研究者
对被试们进行了事后说明（debrief），阐述了实验
的具体目的，告知了他们所用实验材料并非真实
信息，而是研究者设计而成。
4. 数据分析及结论

在获得所有实验数据后，研究者通过 SPSS
数据分析软件对其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因为想
要探索不同实验因子的主效应及彼此之间所存在
的交互效应，研究者选择了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简称 ANOVA）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
进一步考虑，研究者发现本实验的两个结果变量

（接种意愿、搜索意愿）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
选择运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进行结果分析。

实验结果发现 ：可见性信源对于疫苗接种意
愿（F[1，522]=8.61, P<0.001）和信息搜寻意
愿（F[1，522]=4.80, P<0.05）具有显著的主效
应。具体而言，相比于非认证的草根用户，流感
的恐惧诉求信息由认证的大 V 发布更能激发大学
生进行疫苗接种和搜寻相关信息的意愿，其结论
符合信源可信度对说服效果的假设，即信源的可
信度越高，其对信息接收者的说服效果越好。同时，
研究还发现了三种信源因素对于信息搜寻意愿的
边际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F（1，522）=2.70, 
P=0.068）。具体而言，认证权威用户在公开发布
的情况下，不经历任何转发行为的效果最好，信
息接收者更愿意之后进行相关信息的搜寻和检索。
然而，一旦流感相关信息由认证用户进行私发时，
其说服效果便大大折损。其可能是因为信息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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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与其认证信源私密发送信息
的行为不匹配，潜意识中会认为其是虚假、劣质
的网络信息，从而降低了对信息的信服度。

三、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社会科学实验法为出发点，以信息设

计研究作为脉络和参照，对相关要素、概念以及
研究版图进行了爬梳，并以一项实证研究阐明了
实验法在信息设计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但值得注
意的是，在理性开放科学的追求、跨学科交叉融
合的号召，以及新兴智能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社
会科学实验与信息设计研究也将迎来更多的机遇
和挑战。本文也对此做出如下思考和展望 ：
1. 在开放科学倡议下规范方法应用

构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既需要明确的问题意
识，也要有规范科学的方法工具。[34] 虽然实验
法对于许多学科或研究领域仍是“舶来品”，但其
作为一种定量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仍具有重
要的工具性价值。为了不断推进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生态的构建 [35]，信息设计研究在运
用实验方法的过程中，也应把握开放科学的原则
和实验的伦理性。比如，注重伦理审查委员会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对于实验设计
伦理问题的重要把关作用。同时，为了保证假设
验证和结论的科学性，应当考虑对实验研究进行
预先注册登记（pre-registration）。[36] 为了不断
消解社会科学结论复制性的困境，实验研究者也

应主动将研究中所用的刺激材料及完整数据主动
进行公开和共享。[37]

2. 作为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信息设计研究
如前所述，信息设计研究与实验法并不专属

于某一特定学科范畴。特别是在当前跨学科交叉
融合的学理背景和多媒体信息实践背景下，信息
设计研究必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它既
需要整合如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传统社会
科学的科学属性，也需要吸收人文艺术领域的启
示和灵感。正如前文对于信息设计研究版图的梳
理，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图片、音乐、视频甚至是
游戏等元素纳入信息设计的场域中，这无疑为信
息设计学者的跨学科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
此背景下，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可针对具体的
研究问题贡献研究专长。譬如，艺术设计领域的
学者往往对信息呈现的创新形式具有一定的敏锐
度和创造力，而社会科学学者更善于将其抽象为
具体的学理概念。
3. 设计智能与智能设计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到来预示着数字交往 2.0
时代的开启。[38]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并不意味着
智能相较于人的优越性，或是对智能技术的物化 ；
相反，智能技术是帮助人“以艺术的方式”创造
物质，也是利用新技术改善沟通和知识获取的有
益途径，最终的目的是助益于人类社会。[39] 对
于信息设计研究而言，一方面，智能技术本身可
以构成研究设计的对象。[40] 它既可以是信息分

发的信源方，也可以是互动的信息呈现形式，同
时，它还兼具了一定的类人类特性（社交互动线
索、拟人化等）。这些方面都值得信息设计研究者
深入探索。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赋能信息设计研究。比如，当前具有文本生成
优势的模型（ChatGPT、文心一言）, 具有图像、
视频处理优势的模型（Sora、Stable Diffusion、
Midjourney），以及具有会话和语音交互优势的模
型（讯飞星火）等都能为研究者提供信息设计的
帮助和参考。在智能媒体发展趋势下，研究者更
应处理好与技术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回答拥抱还
是拒绝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基于研究效益最大化
和研究伦理原则化的综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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